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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工作中的时间压力是难以避免的问题，然而时间压力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

的关系尚存争议。 本文根据组织二元性的观点，将员工创新行为区分为探索式创新行为

和利用式创新行为，旨在讨论时间压力对员工两类创新行为的不同影响，以及工作调节焦

点的中介作用和服务型领导的调节作用。 以 ２５８ 名研发部门、设计部门以及营销部门从

事创新活动的员工为样本的三阶段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１）时间压力促进

利用式创新行为，抑制探索式创新行为；（２）促进型工作焦点和防御型工作焦点均在时间

压力与探索式创新行为、利用式创新行为的关系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３）服务型领导在

时间压力与促进型工作焦点的关系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时间压力与防御型工作焦点

的关系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了两种工作调节焦点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深

入探析了时间压力对两类个体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为时间

压力“双刃剑”效应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新视角，也为企业日常管理实践提供了

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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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创新是当代企业在动态环境下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Ｂｒｏｗｎ
和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１９９７） ［１］。 企业中的员工作为创新活动的主体，其创新行为是企业创新绩效的关键

因素（Ａｔｕａｈｅｎｅ⁃Ｇｉｍａ，２００５） ［２］。 随着我国进入转型升级的新时期，“以创新谋发展” “加快建设创

新型国家”等口号不仅突出了创新的必要性，还强调了创新的紧迫性。 在企业不断“提速”的情况

下，员工也经历了更大的时间压力。 然而，学者们在时间压力与创新行为的关系上却产生了争议

（Ａｍａｂｉｌｅ，１９９６［３］；Ｏｈｌｙ 和 Ｆｒｉｔｚ，２０１０［４］；Ｂａｅｒ 和 Ｏｌｄｈａｍ，２００６［５］；Ｒａｓｕｌｚａｄａ 和 Ｄａｃｋｅｒｔ，２００９［６］）。 导

致争论的可能原因是这些研究没有对创新行为的类型进行区分（Ｓｈａｌｌｅｙ 等，２００４） ［７］。 企业的创新

活动按照新颖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两种类型，其中探索式创新的新颖程

度较高，而利用式创新的新颖程度较低（Ｄａｎｎｅｅｌｓ，２００２） ［８］。 上述观点在我国情境下也有所体现，
例如，国家知识产权局（２０１６） ［９］发布的统计年报指出，新颖程度较低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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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占专利授权数的近 ８０％ ，而新颖程度较高的发明专利数仅占 ２０％ 。 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如果不

对创新类型进行区分，那么得到的研究结论可能会降低准确性（Ｓｈａｌｌｅｙ 等，２００４［７］；Ｈｅ 和 Ｗｏｎｇ，
２００４［１０］）。 近年来，关于个体创造力的研究发现内部动机对个体的突破性创造力存在正向影响，外
部动机对个体的渐进性创造力也存在正向影响（Ｍａｄｊａｒ 等，２０１１） ［１１］，但个体创新行为方面，却鲜有

研究对创新行为进行区分（Ｙｕａｎ 和 Ｗｏｏｄｍａｎ，２０１０［１２］；古银华，２０１６［１３］ ）。 于是，本文顺应当前研

究的观点，将创新行为按照其新颖程度区分为探索式创新行为和利用式创新行为。 考虑到不同类

型创意的形成与个体不同动机有关（Ｇｉｌｓｏｎ 和 Ｍａｄｊａｒ，２０１１） ［１４］，而创意产生是创新行为的第一步，
那么时间压力作为一种外部动机（Ｗｅｂｓｔｅｒ 等，２０１１） ［１５］，是否会对不同类型的创新行为产生不同的

影响？ 这是本研究试图首先回答的问题。 因此，本研究分别探讨了时间压力对探索式创新行为和

利用式创新行为的影响。
在作用机制方面，目前尚没有研究围绕“时间压力如何影响双元创新行为”这一问题展开，

即便是时间压力对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也相当匮乏 （ Ｂａｅｒ 和 Ｏｌｄｈａｍ，２００６［５］ ；张敏，
２０１２［１６］ ；马永远，２０１５［１７］ ；刘新梅等，２０１７［１８］ ）。 根据调节焦点理论，个体存在两种不同的工作

调节焦点，在任务线索（如时间压力）的引导下，个体会根据关注的范围进行自我调节（Ｂｒｏｃｋｎｅｒ
和 Ｈｉｇｇｉｎｓ，２００１） ［１９］ 。 Ｈｉｇｇｉｎｓ（１９９７） ［２０］ 指出，当个体聚焦在任务带来的积极结果时，会形成促

进型工作焦点，进而增加了个体行为的主动性和承担风险的倾向，如表现探索式创新行为；而当

个体聚焦于任务带来的消极结果时，便会形成防御型工作焦点，进而增强了个体行为的谨慎性

和保守倾向，如表现利用式创新行为（Ｗａｌｌａｃｅ 和 Ｃｈｅｎ，２００８） ［２１］ 。 时间压力会引起个体注意力

的变化（Ｋａｒａｕ 和 Ｋｅｌｌｙ，１９９２） ［２２］ ，于是形成了不同工作调节焦点，进而改变了他们的行为倾向。
那么时间压力是否会通过影响个体的工作调节焦点，进而对不同的创新行为产生差异化影响

呢？ 这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之二，即探讨工作调节焦点在时间压力与双元创新行为之间的

中介作用。
调节焦点理论还指出，工作调节焦点的形成会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 Ｂｒｏｃｋｎｅｒ 和 Ｈｉｇｇｉｎｓ，

２００１） ［２０］ 。 组织中的领导者作为影响员工行为和改变员工压力感知的重要情境因素，一直以来

都是理论研究和实践关注的热点（Ｍａｒｕｐｉｎｇ 等，２０１５） ［２３］ 。 由此可以推断，时间压力对工作调节

焦点的影响可能与组织内的领导风格有关。 近年来，服务型领导风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广

泛关注（Ｌｉｄｅｎ 等，２００８［２４］ ；高中华和赵晨，２０１４［２５］ ；张军伟和龙立荣，２０１６［２６］ ），该领导风格在我

国深受员工的喜爱。 然而关于服务型领导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主效应上 （ Ｌｉｄｅｎ 等，２００８［２４］ ；
Ｎｅｕｂｅｒｔ 等，２００８［２７］ ；买热巴·买买提和李野，２０１８［２８］ ），忽视了服务型领导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
那么，在时间压力下，服务型领导对员工的帮助与支持，是否能够缓解他们消极的压力体验，并帮

助员工形成积极的压力感知？ 此时员工是否更容易形成促进型工作焦点而非防御型工作焦点，
进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结果？ 因此，本研究在调节焦点理论的基础之上，构建了以工作调节焦点

为中介变量，服务型领导为调节变量的被调节的双重路径作用模型，并以此回答本研究试图解决

的第三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时间压力更容易引起个体的促进型工作焦点并形成更加积极的行

为结果”。

二、 理论综述与研究假设

１． 时间压力与员工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

时间压力是指员工感到没有足够时间来完成任务的程度。 时间压力作为一种挑战性工作要

求，既可能对员工产生消极影响，例如，长时间经历时间压力的员工会感到情绪上的耗竭与倦怠

（Ｔｅｕｃｈｍａｎｎ 等，１９９９） ［２９］ ；又可能对员工产生积极影响，例如，时间压力带来了具有挑战性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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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体验，员工在工作中更具幸福感（Ｗｉｎｄｍｅｒ 等，２０１２） ［３０］ 。 时间压力的“双刃剑”效应在时间压

力与个体创新的关系之间也得以显现。 一些学者认为时间压力会限制个体的认知功能，阻碍他

们进行发散性思考，于是抑制个体的创新行为（Ａｍａｂｉｌｅ 等，１９９６［３］ ；张敏，２０１２［１６］ ）。 但另一些学

者则认为时间压力提高工作的挑战性成分，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工作动机，使个体行为表现更具创

造性（Ａｎｄｒｅｗ 和 Ｆａｒｒｉｓ，１９７１［３１］ ；Ｏｈｌｙ 和 Ｆｒｉｔｚ，２０１０［４］ ）。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当时间压力较低时，
随着时间压力的提升，个体表现的创造性随之提高，但时间压力较高时，时间压力的进一步提升

反而会抑制员工的创造性（Ｂａｅｒ 和 Ｏｌｄｈａｍ，２００６） ［５］ ，或者认为时间压力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并

无显著的关系（Ｒａｓｕｌｚａｄａ 和 Ｄａｃｋｅｒｔ，２００９） ［６］ 。 Ｓｈａｌｌｅｙ 等（２００４） ［７］ 学者指出了导致这种争议的

可能性原因，他们认为，个体在工作中的创造性表现存在不同的类型，如果将其视为单一维度的

变量则会限制结论的可靠性。 考虑到个体在表现不同创新行为时存在不同的诱因（Ｇｉｌｓｏｎ 和

Ｍａｄｊａｒ，２０１１） ［１４］ ，时间压力对员工不同类型的创新行为可能存在差异性影响。 但是以往的研究

在探索时间压力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时，并未对员工创新行为类型进行区分，于是才出现了不

一致的结论。
创新按照新颖程度可以分为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或突破性创新、渐进性创新。 Ｄａｎｎｅｅｌｓ

（２００２） ［８］借鉴了组织“二元性”的观点，指出企业中的探索式创新活动代表了对新产品、新技术、新
流程等进行开发的活动，利用式创新活动则代表了对现有产品、技术、流程等进行改良的活动。 该

观点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支持，并且他们还指出，探索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利用式创新与渐进性

创新的本质是无差别的（Ｄａｎｎｅｅｌｓ，２００２［８］；Ｂｅｎｎｅｒ 和 Ｔｕｓｈｍａｎ，２００３［３２］；Ｊａｎｓｅｎ 等，２００６［３３］ ）。 但

是，关于不同类型创新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企业层面，尚未在个体层面展开（Ｊａｎｓｅｎ 等，２００６［３３］；王建

平和吴晓云，２０１７［３４］）。 如今，创新的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产品或技术创新，员工作为创新活动的

主体，他们表现出具有创新性质的行为对于企业而言意义重大。 于是，本文参照 Ｊａｎｓｅｎ 等

（２００６） ［３３］学者对创新活动划分以及 Ｓｃｏｔｔ 和 Ｂｒｕｃｅ（１９９４） ［３５］ 对创新行为的定义，将个体层面的探

索式创新行为定义为个体从事与新产品、新技术、新流程开发等活动的行为，利用式创新行为则定

义为个体从事与改良当前产品、技术、流程等活动有关的行为。 从事探索式创新活动需要员工更高

的内部动机、更加多元的知识结构，实现的难度较高且风险也较大，需要消耗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
获得收益也较高；利用式创新活动的开展则更容易受到外部动机的驱使，所需要的知识结构相对单

一，实现的难度较低且风险也较小，只要较少的时间和精力便能够完成，但收益也相对较低

（Ｄａｎｎｅｅｌｓ，２００２［８］；Ｔａｙｌｏｒ 和 Ｇｒｅｖｅ，２００６［３６］；Ｇｉｌｓｏｎ 和 Ｍａｄｊａｒ，２０１１［１４］）。
时间压力作为一种外在的工作要求和限制，对员工不同的创新行为可能存在不同影响。 首先，

根据注意力焦点理论，时间压力会影响个体在工作中的注意力范围，其行为也会随着注意力的改变

而发生变化（Ｋａｒａｕ 和 Ｋｅｌｌｅｙ，１９９２） ［２２］。 时间压力突出了与快速完成任务有关的信息，于是员工便

可能聚焦于如何快速完成任务，并忽视与之不相关的信息，进而做出行为上的调整。 当员工在参与

创新活动的过程中感到了较高的时间压力时，便会专注于快速实现创新。 此时，耗时短、易实现的

利用式创新活动便会更加吸引员工（Ｂａｅｒ，２０１２） ［３７］，而探索式创新活动在时间压力下便会失去对

员工的吸引力。 因此，员工由于更加关注利用式创新活动，于是表现出了更多的利用式创新行为，
并减少探索式创新行为。

其次，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个体存在维持和获得自身资源的内部动机，当自身资源受到威胁时，
个体会通过投入资源来避免资源损失或从损失中进行恢复（Ｈｏｂｆｏｌｌ，１９８８） ［３８］。 时间压力限制了个

体的时间资源，增强个体资源损失感知，于是个体便会投入时间和精力，以避免其他资源的损失。
探索式创新活动虽然收益较高，但是完成的难度更大，风险也更高，利用式创新活动虽然收益较低，
但是完成的难度也较低，且风险也较小（Ｄａｎｎｅｅｌｓ，２００２） ［８］。 所以，对于个体而言，探索式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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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收益并不稳定，而利用式创新活动虽然收益较低，却能稳定获得，有助于个体在时间压力下

“止损”。 因此，出于资源保存的目的，个体在时间压力下更愿意从事利用式创新活动而非探索式

创新活动。
最后，从两类创新活动所需的知识结构来看，探索式创新活动需要多元化的知识结构，而利

用式创新活动所需的知识结构较为单一（Ｔａｙｌｏｒ 和 Ｇｒｅｖｅ，２００６） ［３６］ 。 工作中的时间压力会限制

个体认知能力，员工在较高的时间压力下难以进行发散性的思考（Ｋｅｌｌｙ 和 Ｌｏｖｉｎｇ，２００４） ［３９］ 。 同

时，迫于时间压力的限制，员工更期望赶紧完成自身的工作，减少与他人互动，避免时间资源的

浪费，于是员工之间的人际交往也受到了阻碍（Ｅａｔｏｕｇｈ 等，２０１１） ［４０］ 。 因此，员工难以获得并利

用多元化知识，探索式创新行为难以表现。 但是，时间压力使个体专注于现状，容易发现当前工

作中可以改良的部分（Ｑｕｉｎｔａｎａ⁃Ｇａｒｃｉａ 和 Ｂｅｎａｖｉｄｅｓ⁃Ｖｅｌａｓｃｏ，２００８） ［４１］ 。 并且，利用式创新活动也

不需要多元化的知识结构。 因此，个体在时间压力下更容易表现出利用式创新行为。 因此，本
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ａ：时间压力对员工利用式创新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Ｈ１ｂ：时间压力对员工探索式创新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２． 员工工作调节焦点的中介作用

在作用机制方面，Ｌａｍ 等（２０１０） ［４２］提出了导致变量之间关系不一致的另一个原因，即二者关

系间可能同时存在增益和消耗的双重路径，由于二者作用相反、相互抵消，于是自变量与因变量之

间的关系才出现了不一致。 然而，在以往关于时间压力与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中，不仅缺乏对中介

作用的探讨（Ｂａｅｒ 和 Ｏｌｄｈａｍ，２００６［５］；张敏，２０１２［１６］；马永远，２０１５［１７］；刘新梅等，２０１７［１８］ ），对于双

重路径的探索更是几近空白。 因此，在时间压力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之间引入双重路径机制，同
时关注增益路径和损耗路径十分必要。

工作中的任务特征或情境因素会影响个体关注的焦点，于是员工便会根据关注的焦点进行自

我调节，进而改变自身的行为结果（Ｗａｌｌｃｅ 和 Ｃｈｅｎ，２００６） ［２１］。 员工存在两种自我调节的倾向，促
进型调节焦点代表了个体追求积极结果、渴望成功，不惧困难与风险的调节倾向；而防御型调节焦

点则代表了个体则追求避免损失，不愿承担困难与风险，只希望实现基本目标的调节倾向

（Ｈｉｇｇｉｎｓ，１９９７） ［２０］。 调节焦点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稳定的人格特质，即特质调节焦点；另一种则

是受外部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即时状态，即工作调节焦点（Ｂｒｏｃｋｎｅｒ 和 Ｈｉｇｇｉｎｓ，２００１） ［１９］。 本文考察

的调节焦点是个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工作调节焦点。 时间压力向员工传递了与任务有关

的信息，受到这些信息的刺激，员工便会形成不同的工作焦点以实现自我调节，如果员工能够感受

到时间压力带来的潜在收益，便会形成促进型工作焦点；相反，如果员工感受到了时间压力带来的

潜在损失，则会形成防御型工作焦点（Ｗａｌｌａｃｅ 等，２００９） ［４３］。
具体来说，根据调节焦点理论的观点（Ｂｒｏｃｋｎｅｒ 和 Ｈｉｇｇｉｎｓ，２００１） ［１９］，时间压力会使员工聚焦在

当前需要完成的工作中，并据此进行自我调节。 时间压力传递了完成任务的紧迫性，员工会认为在

时间期限内完成任务是自己“分内”的义务，如果没有完成则会受到惩罚。 因此，在时间压力下，员
工关注履行义务的必要性以及避免未完成任务而导致的惩罚，于是形成了与避免损失、履行责任等

调节倾向一致的防御型工作焦点（Ｋａｒｋ 等，２０１５） ［４４］。 但是，时间压力同时也是挑战性压力的来源

（Ｗｉｄｍｅｒ 等，２０１２） ［３０］，传递了任务的挑战性，员工会认为在期限内完成挑战对于自身的成长与发

展十分重要。 此时，员工关注挑战带来的成就与未来收益，于是便形成了与获得、成就等调节倾向

一致的促进型工作焦点（Ｋａｒｋ 等，２０１５） ［４４］。 总的来说，时间压力既向员工传递了完成任务的必要

性，以此引发了员工的防御型工作焦点，又向员工传递了完成任务的挑战性，以此引发了员工的促

进型工作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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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形成促进型工作焦点的员工会表现出更多与内部动机、风险寻求等倾向有关的行

为，例如创新行为（Ｎｅｕｂｅｒｔ 等，２００８） ［２７］ 、组织公民行为（Ｌａｎａｊ 等，２０１２） ［４５］ 等；在工作中形成防

御型工作焦点的员工则会表现出与外部动机、风险回避等倾向有关的行为结果，例如任务绩效

（Ｗａｌｌａｃｅ 等，２００９） ［４３］ 、规范承诺（Ｇｏｒｍａｎ 等，２０１２） ［４６］ 等。 由于促进型工作焦点和防御型工作

焦点是个体两种不同的自我调节倾向，尽管二者都受到时间压力的诱发，但是二者对探索式创

新行为和利用式创新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 具体来说：一方面，在时间压力下形成防御型工作

焦点的个体，主导他们行为的动机是外部动机（如，责任、义务等）。 对于他们而言，从事创新活

动成为了他们的“义务”。 因此，员工必须在时间期限内完成相应的创新任务，如果没有完成便

可能遭受惩罚。 与探索式创新活动的成果相比，利用式创新活动的成果更容易获得，所需消耗

的时间也更少（Ｄａｎｎｅｅｌｓ，２００２） ［８］ ，这与防御型工作焦点的倾向相互契合（Ｇｏｒｍａｎ 等，２０１２） ［４６］ ，
于是形成防御型工作焦点的个体更愿意表现出利用式创新行为。 另一方面，在时间压力下形成

促进型工作焦点的个体，主导他们行为的动机是内部动机。 对于他们而言，从事创新活动是一

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如果能够在期限内完成则会获得诸多积极结果（如成就感、成长甚至是

奖励）。 因此，他们渴望在期限内通过参与创新活动获得更多的积极结果。 与利用式创新活动

相比，参与探索式创新活动的风险虽然较大，但收益也更高，这与促进型工作焦点的倾向相互契

合，于是形成促进型工作焦点的个体更愿意从事探索式创新活动以追求自身的理想，从而表现

出更多的探索式创新行为。 总的来说，时间压力会同时引发员工的促进型工作焦点和防御型工

作焦点，但是形成促进型工作焦点的个体会表现出探索式创新行为而不是利用式创新行为，形
成防御型工作焦点的个体会表现出利用式创新行为而不是探索式创新行为。 因此，本文提出如

下假设：
Ｈ２ａ：员工的促进型工作焦点在时间压力与员工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行为的关系间起到了中介

作用。 时间压力能够引发员工的促进型工作焦点，进而增加他们的探索式创新行为，减少他们的利

用式创新行为。
Ｈ２ｂ：员工的防御型工作焦点在时间压力与员工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行为的关系间起到了中介

作用。 时间压力能够引发员工的防御型工作焦点，进而增加他们的利用式创新行为，减少他们的探

索式创新行为。
３． 服务型领导的调节作用

Ｍａｒｕｐｉｎｇ 等（２０１５） ［２３］认为，领导风格是组织内重要的情境因素，能够影响个体对时间压力的

感知。 服务型领导是一种以员工利益为先，关心并帮助成长与发展的领导风格 （ Ｌｉｄｅｎ 等，
２００８） ［２４］。 尽管服务型领导近年来才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但事实上这种风格的领导者早已在我

国的传统文化中得以体现，“为人民服务”“雷锋精神”等传统思想都体现了服务型领导的内涵，因
此，服务型领导也深受我国员工的喜爱与欢迎（张军伟和龙立荣，２０１６） ［２６］。 调节焦点理论指出，工
作调节焦点的形成不仅与任务信息有关，还会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 领导者的领导风格能够改变

员工对任务信息的感知，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调节焦点。
服务型领导风格与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内涵一致，能够引发员工的促进型工作焦点，避免员

工形成防御型工作焦点（Ｎｅｕｂｅｒｔ 等，２００８） ［２７］ 。 如果组织中的领导者频繁展现出服务型领导风

格时，他们的行为（如以员工利益为先、关心员工等）会首先向员工传递与成长和发展有关的信

息（Ｌｉｄｅｎ 等，２００８） ［２４］ ，员工会认为应对当前的时间压力是自己在成长与发展的道路上需要接

受的挑战，于是员工便会形成促进型工作焦点，追求挑战带来的成就。 其次，服务型领导在组织

内营造出了具有包容、宽恕等特征的工作环境（Ｌｉｄｅｎ 等，２０１４） ［４７］ ，员工较少受到惩罚等资源损

失的威胁，员工会减少对消极结果的感知和关注，更容易发现时间压力带来的积极结果，于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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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促进型工作焦点。 最后，帮助员工是服务型领导的标志性行为，该行为具有明显的促进型焦

点性质（Ｗｕ 等，２００８） ［４８］ 。 员工会认为领导者的行为是“合适且正确”的，于是对这类行为进行

模仿（Ｌｏｃｋｗｏｏｄ 等，２００２） ［４９］ ，即便在时间紧迫的情形下，他们也会由于模仿领导者具有促进型

焦点性质的行为而形成促进型工作焦点。 相反，如果组织中的领导者较少展现出服务型领导风

格时，员工首先难以感受到组织对自身成长与发展的关注，并认为在时间期限内完成任务是自

己必须履行的义务，逐渐形成了防御型工作焦点。 其次，员工会发现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将会受

到严厉的惩罚，于是增加对消极结果的关注，形成防御型工作焦点。 最后，组织内的领导者由于

极少表现出具有促进型焦点性质的行为，员工会认为在时间压力下，组织并不鼓励这类行为，于
是他们便会减少对该类型行为的关注与模仿，难以形成促进型工作焦点。 因此，当组织内的领

导者频繁展现服务型领导风格时，员工在时间压力下更容易形成促进型工作焦点；而当组织内

的领导较少展现服务型领导风格时，员工在时间压力下更容易形成防御型工作焦点。 因此，本
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ａ：服务型领导正向调节时间压力与促进型工作焦点之间的关系。 服务型领导程度越高，时
间压力对员工的促进型工作焦点的正向影响越强。

Ｈ３ｂ：服务型领导负向调节时间压力与防御型工作焦点之间的关系。 服务型领导程度越高，时
间压力对员工的防御型工作焦点的正向影响越弱。

根据前文中提出的假设，本研究进一步推断服务型领导能够调节促进型工作焦点与防御型工

作焦点的中介作用。 具体而言，当领导者频繁地展现出服务型领导风格时，员工更容易发现环境中

的积极信息。 此时，员工会感受到时间压力中的积极成分，例如，在期限内完成任务是一件具有挑

战性的事，对于自身的成长与发展而言十分重要。 于是，员工在时间压力下工作时，便会将注意力

放到追求积极结果上，形成了促进型工作焦点。 在个体形成促进型工作焦点后，他们更愿意追求难

度高、风险大的挑战，选择参与探索式创新活动并表现出探索式创新行为。 相反，当领导者较少表

现出服务型领导风格时，员工难以感受到环境中的积极信息，反而对环境中的消极信息更加敏感。
此时，员工容易发现时间压力产生的消极结果，例如，不按时完成工作便会受到惩罚。 于是，员工便

会将注意力集中在避免消极结果上，形成了防御型工作焦点。 在个体形成防御型工作焦点后，他们

倾向于接受难度低、风险小的任务，选择参与利用式创新活动并表现出利用式创新行为。 服务型领

导通过影响员工对时间压力的感知，改变了员工形成的工作调节焦点，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创新行

为。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服务型领导分别调节了促进型和防御型工作焦点在时间压力与员工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

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当企业内的服务型领导程度高时，促进型工作焦点的作用路径更强；相反，
当企业的服务型领导程度低时，防御型工作焦点的作用路径更强。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本文的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７７

２０１９ 年 第 ５ 期



三、 研究方法

１．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样本主要来源安徽省和江苏省内 １４ 家制造业企业和 ＩＴ 企业中从事创新活动的相关

人员，包括研发人员、设计人员、营销人员等，全部问卷均由员工进行自我汇报。 数据的收集过程受

到对方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帮助，随机选取了参与企业创新活动的 ４２０ 名员工，先后进行三次问卷

的发放与收集，每次间隔 ４ 周。 第一阶段收集了控制变量、时间压力和服务型领导的问卷，共发出

４２０ 份问卷，收回 ３５３ 份；第二阶段收集了工作调节焦点问卷，针对参与过第一次参与调研的员工

发放问卷，收回 ２９６ 份；第三阶段收集了探索式创新行为和利用式创新行为的问卷，针对同时参加

过前两次调研的员工发放问卷，收回 ２６６ 份。 剔除了中途离职或变更工作类型以及规律性填写问

卷的样本后，最终获得 ２５８ 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率为 ６１􀆰 ４３％ 。 其中，女性员工占总人数的 ３６％ ；
未婚人数占总人数的 ６５􀆰 ９％ ；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占总人数的 ６９􀆰 ８％ ；全部样本的平均年

龄为 ２８􀆰 ２２ 岁；平均工作年限为 ４􀆰 ９８ 年。
２． 变量测量

通过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后，本研究整理了所需使用的成熟量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翻

译 － 回译过程，进行问卷的编写。 在完成初始问卷后，邀请了 １４ 位正在从事与创新有关工作的

企业员工和管理学专业的研究生进行预调研，并根据他们的反馈意见对问卷进行修缮，避免条

目表达不清晰导致的测量失准。 由于本研究的问卷均由员工进行自我汇报，为了避免共同方法

偏差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了三阶段的调研方法，并要求参与调查的员工留下手机尾号的后四位

以便在三次调研结果中建立关联。 问卷均采用五点里克特方法计分，１ 表示非常不同意，５ 表示

非常同意。
（１）时间压力。 时间压力采用了 Ａｍａｂｉｌｅ 等（１９９６） ［３］开发的量表，共 ５ 个题项，代表性题目为

“我觉得时间非常紧迫” “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我有太多事情要做”等。 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

为 ０􀆰 ８８５。
（２）服务型领导。 服务型领导采用了 Ｌｉｄｅｎ 等（２００８） ［２４］开发的量表，共 ７ 个题项，代表性题目

为“如果我在工作中犯错了，我的领导者会告知我”“我的领导者将我的职业生涯发展放在重要的

位置”等。 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 ０􀆰 ９６３。
（３）工作调节焦点。 工作调节焦点采用了 Ｗａｌｌａｃｅ 和 Ｃｈｅｎ（２００６） ［２１］ 开发的量表，共 １２ 个题

项，其中促进型工作焦点和防御型工作焦点各 ６ 个题项，促进型工作焦点的代表性题目为“在工作

中，我会完成大量的任务”“我会在工作中用更短的时间完成更多的任务”等；防御型工作焦点的代

表性题目为“在工作中我会遵守规则和规定”“在工作中我会履行我的工作职责”等。 在本研究中

的信度系数分别为 ０􀆰 ９１７ 和 ０􀆰 ９３０。
（４）探索式创新行为和利用式创新行为。 探索式创新行为和利用式创新行为改编自 Ｊａｎｓｅｎ 等

（２００６） ［３３］学者开发的对企业内探索式创新活动和利用式创新活动进行评价的主观测量量表。 根

据 Ｓｃｏｔｔ 和 Ｂｒｕｃｅ（１９９４） ［３５］对个体创新行为的测量方式对 Ｊａｎｓｅｎ 等（２００６） ［３３］ 的量表进行了修改。
探索式创新行为和利用式创新行为各 ５ 个题项，共 １０ 个题项。 探索式创新行为的代表性题目为

“我会尝试开发全新的产品或服务”“我会不断利用市场上出现的新机会”；利用式创新的代表性题

目为“我会尝试对现有产品或服务流程进行改良”“我会设法降低现有产品和服务的成本”等。 在

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分别为 ０􀆰 ９０８ 和 ０􀆰 ９２２。
（５）控制变量。 为了避免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个体行为的影响（Ｐａｒｋｅｒ 等，２００６） ［５０］，本文还将性

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和工作年限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性别和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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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员工的创新行为（Ｊａｎｓｓｅｎ，２０００［５１］；２００１［５２］ ）；工作年限也与员工的创新行为有关（Ｓｃｏｔｔ 和
Ｂｒｕｃｅ，１９９４） ［３５］。

四、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１． 效度检验

首先，本文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变量的区分效度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１ 所示。 与其他比较

模型相比，６ 因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 （ χ２ ＝ １２０４􀆰 ２６，ＣＦＩ ＝ ０􀆰 ９５，ＮＦＩ ＝ ０􀆰 ９２，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７４，
Ｓｅｍｒ ＝ ０􀆰 ０５５）均优于其他比较模型。 可以认为本研究测量的全部题项分别对应 ６ 个变量，变量之

间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其次，本文计算了变量的 ＡＶＥ 值来衡量变量的收敛效度。 通过计算，各
变量的 ＡＶＥ 值的范围均处于 ０􀆰 ５７３ ～ ０􀆰 ７８７，均大于 ０􀆰 ５ 的标准，所测量的变量具有良好的收敛效

度。 最后，通过对表 ２ 给出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以及各变量 ＡＶＥ 值的平方根（表 ２ 中的对角线）
进行分析后发现，各变量 ＡＶＥ 值的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所处行、列所示的相关系数值。 这表明，本
研究的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１ 变量的区分效度分析（Ｎ ＝２５８）

所含因子 χ２ Ｄｆ Δχ２ ／ ΔＤｆ ＣＦＩ ＮＦＩ Ｒｍｓｅａ Ｓｅｍｒ

６ 因子（ＴＰ、ＰＭＦ、ＰＶＦ、ＥＲＩ、ＥＩＩ、ＳＬ） １２０４􀆰 ２６ ５１０ ０􀆰 ９５ ０􀆰 ９２ ０􀆰 ０７４ ０􀆰 ０５５

５ 因子（ＴＰ、ＰＭＦ ＋ ＰＶＦ、ＥＲＩ、ＥＩＩ、ＳＬ） ２５０５􀆰 ８９ ５１５ ２６０􀆰 ３３∗∗ ０􀆰 ８６ ０􀆰 ８２ ０􀆰 １４２ ０􀆰 １６１

４ 因子（ＴＰ、ＰＭＦ ＋ ＰＶＦ、ＥＲＩ ＋ ＥＩＩ、ＳＬ） ３５２７􀆰 ３０ ５１９ ２５８􀆰 １２∗∗ ０􀆰 ７８ ０􀆰 ７５ ０􀆰 １８２ ０􀆰 １９６

１ 因子（ＴＰ ＋ ＰＭＦ ＋ ＰＶＦ ＋ ＥＲＩ ＋ ＥＩＩ ＋ ＳＬ） ６００７􀆰 ７１ ５２５ ３２０􀆰 ２３∗∗ ０􀆰 ６０ ０􀆰 ５８ ０􀆰 ２５６ ０􀆰 ２３０

７ 因子（ＴＰ、ＴＰ、ＰＭＦ、ＰＶＦ、ＥＲＩ、ＥＩＩ、ＳＬ、ＣＭＶ） １１６０􀆰 ３６ ４７６ １􀆰 ２９ ０􀆰 ９５ ０􀆰 ９２ ０􀆰 ０７４ ０􀆰 ０５５

　 　 注：ＴＰ ＝ 时间压力，ＰＭＦ ＝ 促进型工作焦点，ＰＶＦ ＝ 防御型工作焦点，ＥＲＩ ＝ 探索式创新行为，ＥＩＩ ＝ 利用式创新行为，ＳＬ ＝ 服务

型领导，ＣＭＶ ＝ 共同方法因子；由于篇幅原因，５ 因子模型和 ４ 因子模型均只汇报一种情形，３ 因子模型和 ２ 因子模型并未汇报，但

是在全部模型中，６ 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佳；∗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使用员工自我汇报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尽管通过三阶段调研的方法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了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但仍需要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参照 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 等

（２００３） ［５３］的方法，本文中的单因子模型拟合效果在全部拟合模型中的最差，６ 因子模型的拟合效

果最佳，且显著优于其他比较模型，可以初步判定本研究并未受到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影响。 进一

步参照周浩和龙立荣（２００４） ［５４］ 的方法，增加一个包含共同方法因子的模型（表 ３ 中的 ７ 因子模

型），与基准模型（６ 因子模型）相比，７ 因子模型的 χ２ 减小了 ４３􀆰 ９，ｄｆ 减少了 ３４，ＣＦＩ、ＮＦＩ、Ｒｍｓｅａ 和

Ｓｅｍｒ 也发生非常少量的变化（由于篇幅原因，表中并未保留足够的小数，四舍五入后的结果几乎没

有变化），７ 因子模型的拟合优度并未显著增加。 因此，可以进一步认为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并没

有受到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影响。
３．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 ２ 显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 时间压力与员工利用式创新行为显著正相

关（β ＝ ０􀆰 ４７０，ｐ ＜ ０􀆰 ０１），与员工探索式创新行为显著负相关（β ＝ － ０􀆰 ２４４，ｐ ＜ ０􀆰 ０１）；时间压力与

员工促进型工作焦点（β ＝ ０􀆰 ２２６，ｐ ＜ ０􀆰 ０１）和员工防御型工作焦点（β ＝ ０􀆰 ３７７，ｐ ＜ ０􀆰 ０１）均显著正

相关；员工促进型工作焦点与员工利用式（β ＝ ０􀆰 ２１７，ｐ ＜ ０􀆰 ０１）和探索式创新行为（β ＝ ０􀆰 ２１８，ｐ ＜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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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１）均显著正相关；员工防御型工作焦点与员工利用式创新行为（β ＝ ０􀆰 ３４３，ｐ ＜ ０􀆰 ０１）显著正相

关，与员工探索式创新行为（β ＝ － ０􀆰 ３２４，ｐ ＜ ０􀆰 ０１）显著负相关。 除了员工促进型工作焦点与员工

利用式创新行为的相关关系与理论预期不一致外，其余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均满足理论预期，为假

设检验提供了初步的支持。
表 ２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Ｎ ＝ ２５８）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 性别 —

２ 年龄 － ０􀆰 １１８ —

３ 婚姻状况 ０􀆰 ０２２ －０􀆰 ４０５∗∗ —

４ 教育程度 － ０􀆰 ０５８ － ０􀆰 ０６７ ０􀆰 ０１４ —

５ 工作年限 － ０􀆰 ０６６ ０􀆰 ６１５∗∗ －０􀆰 ４８５∗∗ － ０􀆰 ０１４ —

６ 时间压力 － ０􀆰 ０９８ － ０􀆰 ０６６ ０􀆰 １２５∗ －０􀆰 １３８∗ － ０􀆰 １１０ ０􀆰 ７５９

７ 促进型

工作焦点
－ ０􀆰 ０７４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５１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７４ ０􀆰 ２２６∗∗ ０􀆰 ７９６

８ 防御型

工作焦点
－ ０􀆰 ０５４ － ０􀆰 ０７５ ０􀆰 １４１∗ － ０􀆰 ０５３ － ０􀆰 ０２６ ０􀆰 ３７７∗∗ － ０􀆰 ０３４ ０􀆰 ８３３

９ 利用式

创新行为
－０􀆰 １３６∗ ０􀆰 ０３７ ０􀆰 ０７１ － ０􀆰 １１１ ０􀆰 ０４９ ０􀆰 ４７０∗∗ ０􀆰 ２１７∗∗ ０􀆰 ３４３∗∗ ０􀆰 ８４１

１０ 探索式

创新行为
０􀆰 ０３９ ０􀆰 ０８３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９ －０􀆰 ２４４∗∗ ０􀆰 ２１８∗∗ －０􀆰 ３２４∗∗ － ０􀆰 ００９ ０􀆰 ８２２

１１ 服务型

领导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５３ －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４ ０􀆰 １７４∗∗ －０􀆰 １４５∗ － ０􀆰 １０４ ０􀆰 １９７∗∗ ０􀆰 ８８８

Ｍｅａｎ １􀆰 ６５ ２８􀆰 ２２ １􀆰 ３５ ２􀆰 ８７ ４􀆰 ９８ ３􀆰 ４１ ３􀆰 ８９ ２􀆰 ６８ ３􀆰 ５５ ４􀆰 １０ ３􀆰 ４７

ＳＤ ０􀆰 ４７６ ６􀆰 ５４２ ０􀆰 ４７３ ０􀆰 ７４２ ３􀆰 ９４５ ０􀆰 ８７７ ０􀆰 ６１３ ０􀆰 ９９６ ０􀆰 ８０３ ０􀆰 ７８５ ０􀆰 ７３８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４． 假设检验

（１）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使用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假设检验。 如表 ３ 所示，在控

制了性别、年龄等人口特征变量后，时间压力对员工利用式创新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β ＝
０􀆰 ４１９，ｐ ＜ ０􀆰 ０１），对员工探索式创新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β ＝ － ０􀆰 ２２４，ｐ ＜ ０􀆰 ０１）。 假设 Ｈ１ａ

和假设 Ｈ１ｂ得到了证实。
表 ３ 还显示了中介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表明，时间压力对员工促进型工作

焦点（β ＝ ０􀆰 １６１，ｐ ＜ ０􀆰 ０１）和员工防御型工作焦点（β ＝ ０􀆰 ４１５，ｐ ＜ ０􀆰 ０１）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模型 ４ 和模型 ５ 表明，加入员工促进型和防御型工作焦点后，二者均对员工利用式创新行为产生显

著影响（β ＝ ０􀆰 １７１，ｐ ＜ ０􀆰 ０５；β ＝ ０􀆰 １４９，ｐ ＜ ０􀆰 ０１），并且时间压力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 因此，可以

认为，员工促进型和防御型工作焦点均在时间压力和员工利用式创新行为的关系间起到了部分中

介作用。 同理，二者在时间压力和员工探索式创新行为的关系间也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但需要

注意的是，员工的促进型工作焦点在时间压力和员工利用式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方向与假设

Ｈ２ａ预期的方向相反。 这是因为，个体在工作中形成了促进型工作焦点后，虽然倾向于追求高风险、
高收益的目标（Ｇｏｒｍａｎ 等，２０１２） ［４６］，例如探索式创新行为，但参与利用式创新活动同样会带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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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个体可能并不会为了追求高收益而放弃其他可能的收益，于是即便个体形成了促进型工作焦

点，他们也会从事利用式创新活动并表现利用式创新行为来获取潜在收益。 表 ３ 的下半部分显示

了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的结果，该结果进一步表明员工的促进型和防御型工作焦点分别在时间压力与利

用式和探索式创新行为的关系存在的中介作用（间接效应置信区间不含 ０）。 据此，本研究的假设

Ｈ２ａ得到了部分验证，而假设 Ｈ２ｂ得到了验证。
表 ３ 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的回归分析表（Ｎ ＝ ２５８）

因变量 ＰＭＦ ＰＶＦ ＥＩＩ ＥＲＩ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性别 － ０􀆰 ０６１ － ０􀆰 ０４７ － ０􀆰 １４６ － ０􀆰 １３６ － ０􀆰 １３９ ０􀆰 ０３８ ０􀆰 ０６１ ０􀆰 ０２８

年龄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婚姻状况 － ０􀆰 １６１ ０􀆰 ２５６ ０􀆰 １３８ ０􀆰 １６６ ０􀆰 １００ ０􀆰 ０８５ ０􀆰 １４６ ０􀆰 １４０

教育程度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５５ －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５３ －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４５ － ０􀆰 ０３４

工作年限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５

ＴＰ ０􀆰 １６１∗∗ ０􀆰 ４１５∗∗ ０􀆰 ４１９∗∗ ０􀆰 ３９１∗∗ ０􀆰 ３５７∗∗ － ０􀆰 ２２４∗∗ － ０􀆰 ２８５∗∗ － ０􀆰 １３４∗

ＰＭＦ ０􀆰 １７１∗ ０􀆰 ３７７∗∗

ＰＶＦ ０􀆰 １４９∗∗ － ０􀆰 ２１６∗∗

调整 Ｒ２ ０􀆰 ０５４∗∗ ０􀆰 １４０∗∗ ０􀆰 ２２７∗∗ ０􀆰 ２４０∗ ０􀆰 ２５３∗∗ ０􀆰 ０４９∗∗ ０􀆰 １２７∗∗ ０􀆰 １１０∗∗

ΔＲ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７８ ０􀆰 ０６１

Ｆ ３􀆰 ４２８∗∗ ７􀆰 ９４８∗∗ １３􀆰 ５７５∗∗ １２􀆰 ６０５∗∗ １３􀆰 ４５６∗∗ ３􀆰 ２００∗∗ ６􀆰 ３５２∗∗ ５􀆰 ５２３∗∗

ＥＩＩ

ＰＭＦ 效应值 ＳＥ Ｂｏｏｔ ９５％ ＣＩ ＰＶＦ 效应值 ＳＥ Ｂｏｏｔ ９５％ ＣＩ

直接效应 ０􀆰 ３９２ ０􀆰 ０５２ ［０􀆰 ２８８，０􀆰 ４９５］ 直接效应 ０􀆰 ３５７ ０􀆰 ０５４ ［０􀆰 ２５０，０􀆰 ４６４］

间接效应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５，０􀆰 ０７０］ 间接效应 ０􀆰 ０６２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６，０􀆰 １２６］

ＥＲＩ

ＰＭＦ 效应值 ＳＥ Ｂｏｏｔ ９５％ ＣＩ ＰＶＦ 效应值 ＳＥ Ｂｏｏｔ ９５％ ＣＩ

直接效应 － ０􀆰 ２８５ ０􀆰 ０５５ ［ － ０􀆰 ３９３， － ０􀆰 １７６］ 直接效应 － ０􀆰 １４３ ０􀆰 ０５８ ［ － ０􀆰 ２４９， － ０􀆰 ０２０］

间接效应 ０􀆰 ０６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１，０􀆰 １１８］ 间接效应 － ０􀆰 ０９０ ０􀆰 ０２８ ［ － ０􀆰 １５４， － ０􀆰 ０４３］

　 　 注：ＴＰ ＝ 时间压力，ＰＭＦ ＝ 员工促进型工作焦点，ＰＶＦ ＝ 员工防御型工作焦点，ＥＲＩ ＝ 员工探索式创新行为，ＥＩＩ ＝ 员工利用式创

新行为；∗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调节效应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 ４ 显示了服务型领导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 与模

型 ９ 相比，模型 １０ 加入的时间压力和服务型领导交互项对员工促进型工作焦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β ＝ ０􀆰 １２４，ｐ ＜ ０􀆰 ０５），说明服务型领导在时间压力与员工促进型工作焦点关系间的正向调节作用

存在。 同理，服务型领导在时间压力与员工防御型工作焦点关系间的负向调节作用也存在

（β ＝ － ０􀆰 ２４０，ｐ ＜ ０􀆰 ０１）。为了进一步说明调节作用，本研究绘制了图 ２ 所示的调节效应图，并进行

了简单斜率检验。 图 ２ 表明，当服务型领导程度较低时，时间压力对员工促进型工作焦点的正向影

响更弱，对员工防御型工作焦点的正向影响更强；当服务型领导程度较高时，时间压力对员工促进

型工作焦点的正向影响更强，对员工防御型工作焦点的正向影响更弱。 此外，简单斜率检验表明，
当服务型领导程度较低时，时间压力将无法引发员工的促进型工作焦点（β ＝ ０􀆰 ０５３，ｐ ＞ ０􀆰 ０５），同
时员工更容易形成防御型工作焦点（β ＝ ０􀆰 ６２５，ｐ ＜ ０􀆰 ０１）；相反，当服务型领导程度较高时，时间压

力对促进型工作焦点的正向影响变强（β ＝ ０􀆰 ２３６，ｐ ＜ ０􀆰 ０１），而对防御型工作焦点的正向影响变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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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 ０􀆰 ２６８，ｐ ＜ ０􀆰 ０１）。 随着服务型领导程度的提升，时间压力对员工促进型工作焦点的正向影响

显著地增加了（β ＝ ０􀆰 １８３，ｐ ＜ ０􀆰 ０５），对员工防御型工作焦点的正向影响显著地减少了（β ＝ ０􀆰 ３５５，
ｐ ＜ ０􀆰 ０１）。 因此，本研究的假设 Ｈ３ａ和假设 Ｈ３ｂ得到了证实。
表 ４ 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表（Ｎ ＝ ２５８）

因变量
ＰＭＦ ＰＶＦ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性别 － ０􀆰 ０６７ － ０􀆰 ０７４ －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２６

年龄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１０

婚姻状况 － ０􀆰 １５２ － ０􀆰 １４２ ０􀆰 ２４４ ０􀆰 ２２４

工作年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８

教育程度 －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８

ＴＰ ０􀆰 １５９∗∗ ０􀆰 １４５∗∗ ０􀆰 ４１７∗∗ ０􀆰 ４４６∗∗

ＳＬ ０􀆰 １３６∗ ０􀆰 １５９∗∗ － ０􀆰 １８８∗ － ０􀆰 ２３２∗∗

ＴＰ∗ＳＬ ０􀆰 １２４∗ － ０􀆰 ２４０∗∗

调整 Ｒ２ ０􀆰 ０７７∗∗ ０􀆰 ０９０∗ ０􀆰 １５６∗∗ ０􀆰 １７５∗∗

ΔＲ２ ０􀆰 ０７１ ０􀆰 ０２６ ０􀆰 １４３ ０􀆰 ０１９

Ｆ ４􀆰 ０６５∗∗ ４􀆰 １５８∗∗ ７􀆰 ７７８∗∗ ７􀆰 ８３２∗∗

简单斜率检验

ＳＬ ＴＰ→ＰＭＦ ＳＥ ＴＰ→ＰＶＦ ＳＥ

高 ０􀆰 ２３６∗∗ ０􀆰 ０５６ ０􀆰 ２７０∗∗ ０􀆰 ０８５

低 ０􀆰 ０５３ ０􀆰 ０６５ ０􀆰 ６２５∗∗ ０􀆰 １０１

Ｄｉｆｆ ０􀆰 １８３∗ ０􀆰 ０８６ － ０􀆰 ３５５∗∗ ０􀆰 １３２

　 　 注：ＴＰ ＝ 时间压力，ＰＭＦ ＝ 员工促进型工作焦点，ＰＶＦ ＝ 员工防御型工作焦点，ＳＬ ＝ 服务型领导，Ｄｉｆｆ ＝ 差异值；∗ 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图 ２　 服务型领导的调节效应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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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表 ５ 显示了使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进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当服务型领导程

度较低时，员工促进型工作焦点的中介作用不再显著（置信区间包含 ０），但员工防御型工作焦点的

中介作用仍然显著（置信区间不包含 ０）；当服务型领导程度较高时，员工促进型和防御型工作焦点

的中介作用均显著。 随着服务型领导水平的提升，员工促进型工作焦点的中介作用显著增强（β ＝
０􀆰 ０３５，９５％ ＣＩ［０􀆰 ００３，０􀆰 ０８８］；β ＝ ０􀆰 ０６１，９５％ ＣＩ［０􀆰 ００２，０􀆰 １４２］），而员工防御型工作焦点的中介

作用显著减弱（β ＝ － ０􀆰 ０５５，９５％ ＣＩ［ － ０􀆰 １５０， － ０􀆰 ０１３］；β ＝ ０􀆰 ０６７，９５％ ＣＩ［０􀆰 ０１８，０􀆰 １６４］）。 因

此，员工促进型工作焦点的中介作用受到服务型领导显著的正向调节，员工防御型工作焦点的中介

作用受到服务型领导显著地负向调节。 据此，假设 Ｈ４ 得到验证。
表 ５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分析表（Ｎ ＝ ２５８）

ＥＩＩ

ＳＬ ＰＭＦ 间接效应 ＳＥ Ｂｏｏｔ ９５％ ＣＩ ＰＶＦ 间接效应 ＳＥ Ｂｏｏｔ ９５％ ＣＩ

高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２，０􀆰 １００］ ０􀆰 ０４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９，０􀆰 １０１］

低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６ ［ － ０􀆰 ００７，０􀆰 ０５５］ ０􀆰 ０９７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１，０􀆰 １９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３，０􀆰 ０８８］ － ０􀆰 ０５５ ０􀆰 ０３２ ［ － ０􀆰 １５０， － ０􀆰 ０１３］

ＥＲＩ

ＳＬ ＰＭＦ 间接效应 ＳＥ Ｂｏｏｔ ９５％ ＣＩ ＰＶＦ 间接效应 ＳＥ Ｂｏｏｔ ９５％ ＣＩ

高 ０􀆰 ０７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３，０􀆰 １４３］ － ０􀆰 ０５１ ０􀆰 ０２４ ［ － ０􀆰 １１６， － ０􀆰 ０１５］

低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５ ［ － ０􀆰 ０２４，０􀆰 ０７８］ － ０􀆰 １１８ ０􀆰 ０４０ ［ － ０􀆰 ２１４， － ０􀆰 ０５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０􀆰 ０６１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２，０􀆰 １４２］ ０􀆰 ０６７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８，０􀆰 １６４］

　 　 注：ＰＭＦ ＝ 员工促进型工作焦点，ＰＶＦ ＝ 员工防御型工作焦点，ＳＬ ＝ 服务型领导，ＥＲＩ ＝ 探索式创新行为，ＥＩＩ ＝ 利用式创新行为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五、 结论与讨论

１． 研究结论

在“加快创新”的背景下，从事创新活动的员工经历了更普遍的时间压力，如何增加员工在时

间压力下的创造力和创新行为是实践界和研究界关注的重点问题（Ｚｈｏｕ 和 Ｈｏｅｖｅｒ，２０１４） ［５５］。 近

年来，我国新颖程度较低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保持了较高的增速，而新颖程度较高的发明专

利增速十分缓慢，同时，国家技术发明奖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两大技术创新奖项的授予数均出现

了下滑趋势。 受到上述现象的启发，本研究在区分了个体层面探索式创新行为和利用式创新行为

的基础上，首先，提出并证实了时间压力对员工利用式创新行为存在促进作用，而对员工探索式创

新行为存在抑制作用。 其次，验证了员工促进型和防御型工作焦点分别在时间压力与两类创新行

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尤其是在时间压力与员工探索式创新行为的关系间，二者起到了竞争性中介作

用。 最后，发现了服务型领导对时间压力和两类工作调节焦点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

节了两类工作调节焦点的中介作用。
２． 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以往关于时间压力与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

研究结论形成了诸多争议，大多数学者都将创新行为视为单一维度的变量进行研究（Ａｍａｂｉｌｅ 等，
１９９６［３］；Ｏｈｌｙ 和 Ｆｒｉｔｚ，２０１０［４］；张敏，２０１２［１６］ ），并且缺乏对中介机制的关注 （ Ｂａｅｒ 和 Ｏｌｄｈａｍ，
２００６［５］；张敏，２０１２［１６］）。 本文从上述两个角度对时间压力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在区

分不同类型创新行为的基础上，率先证实了时间压力对不同类型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并且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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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促进型工作焦点和防御型工作焦点在时间压力与两类创新行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尤其在时间

压力与探索式创新行为的关系间起到了竞争性中介作用。 该研究结论对时间压力与创新行为关系

间的争论做出了解释，突破了以往研究将创新行为视为单一维度变量的局限，填补了对时间压力作

用机制关注的不足，为解决时间压力“双刃剑”效应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新研究视角，丰富了创新行

为的理论研究内涵，拓展了调节焦点理论在时间压力领域内的应用。 另一方面，立足于本土化情

境，证实了服务型领导对时间压力影响效果的调节作用。 服务型领导虽然是近年来才引起学界和

实践界关注的领导风格，但是服务型领导已在我国文化中得到体现，并且深受我国员工的喜爱（张
军伟和龙立荣，２０１６） ［２６］。 但是，现有研究几乎全部聚焦在服务型领导的主效应以及作用机制上，
忽视了服务型领导的调节作用（Ｌｉｄｅｎ 等，２００８［２４］；Ｎｅｕｂｅｒｔ 等，２００８［２７］ ）。 本文证实了服务型领导

有助于员工在时间压力下形成促进型工作焦点，并产生更多探索式创新行为和利用式创新行为，进
一步明确了时间压力在何种情况下更能产生积极作用，拓宽了服务型领导的理论内涵。

３． 实践启示

本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和员工应对时间压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企业和管理者向员

工施加时间压力时，要考虑希望实现的创新成果。 缩短时间期限的方法能够增加员工的利用式创

新行为，并形成有利于短期盈利的创新成果，但同时也会抑制员工的探索式创新行为，不利于企业

的成长与发展。 企业需要兼顾两种类型的创新活动，可以采用组合式创新周期，将长短不同时间期

限进行组合，既保证员工可以“十年磨一剑”，又督促员工不要浪费时间，确保企业短期盈利。 其

次，企业和管理者要注意员工在工作中的工作焦点。 员工在时间压力下如果形成促进型工作焦点，
则会产生更多积极结果。 企业和管理者可以通过营造互助、包容型的组织氛围，或者在制定激励政

策时增加对探索式创新行为的奖励，减少对创新失败的惩罚等方式，避免员工形成防御型工作焦

点，引导他们形成促进型工作焦点，同时激发他们两类不同的创新行为。 最后，企业要选拔和培养

具有服务型领导风格的管理者。 一方面，企业在选拔管理者时，应当考虑具有服务型领导特质的管

理者，例如，对候选人进行调查，让员工选择最常关心他人、帮助他人的候选人。 另一方面，企业要

对管理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关心下属、帮助下属、照顾下属情绪等方面的能力，从而提升他们的服

务型领导风格。
４． 研究局限与展望

首先，虽然本研究采用三阶段调研的方法来控制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但是并没有从多个来源

收集问卷，并且本研究中涉及的服务型领导也可以定义为群体层面的变量。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

中，有必要将问卷区分为领导问卷和员工问卷，在控制共同方法偏差的同时，构建多层线性模型进

行分析，以提高结论的可靠性。 其次，本研究只关注了工作领域的时间压力，而非工作领域的时间

压力也可能会影响到工作表现。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将尝试对工作领域和非工作领域内的时间

压力以及二者的交叉溢出作用同时进行探讨。 最后，本研究虽然关注了改变时间压力作用路径的

边界条件，但是调节焦点理论指出，任务特征、个体特征、情境因素都是改变工作调节焦点的前因。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将尝试构建更加全面的研究模型，包含三重交互作用及双重路径作用。 这有

利于进一步探析时间压力的影响过程和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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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０，３１，（６）：６７９ － ６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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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２，１３８，（５）：９９８ － １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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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ｎｄ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ｈｏｐ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ｗｈｅｎ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２）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ｏｒｋ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ｏｃｕｓ，ａｎｄ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ｍ ｔｏ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ｏｃｕｓ． （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ｅｌｅｃ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ｒｖａｎｔ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ｙ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ｉｍ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ｗｏｒｋ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ｏｃｕｓ；
ｓｅｒｖａｎｔ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１２，Ｄ９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９６１６ ／ ｊ􀆰 ｃｎｋｉ􀆰 ｂｍｊ􀆰 ２０１９􀆰 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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